毛里和子的中國研究與亞洲學
1、 研究動機
　　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傳統歷史悠久，其質與量在世界各國中可稱為頂尖。由於日本為中國的近鄰，因此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在江戶時代之前，日本研究中國的學者多著重在儒學的研究，而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對中國觀感也逐漸改變，從過去文化學習對象轉變為文化落後對象，對中國的研究也轉變為地理調查研究，為政府侵略政策服務。根據何培忠的歸納，日本研究中國的時程可分為漢學、支那學、中國研究和中國學研究四個時代(2006：398)。其中第四階段的中國學研究時期，是等到戰後才一點一滴形成的。
　在戰後，日本許多學者開始進行對戰前的反省，他們當時論及中國的心態多帶有罪惡感，因此對社會主義中國懷善意，這批左翼學者甚至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革命證明了中國的先進與自主性。但在冷戰期間，由於美國的圍堵政策，使得日本對中國的資訊來源只剩下官方報導，無法取得實證資料。因此回顧50年代與60年代，當時日本政黨分保守(右派)和革新(左派)兩大陣營，輿論分為接受和敵視社會主義中國兩大觀點，研究人員也分「親中」和「反中」兩大派別(何培忠，2006：419)。尤其面臨文化大革命的爆發，研究人員對文革看法的不同與爭論，使得此分歧與對立更加深化。直到日中關係正常化、中美建交、中國改革開放後，日本學者對中國發生的事才開始有實際的接觸與感受。在此之後，日本中國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便越來越多樣化，因此日本中國學的內涵也隨著日本對中國認識的日益豐富而更加多元。
  　日本中國研究向來與日本主體性的建立有很深的關係，不管在戰前視中國為有待提攜改造的後進國家，或到現在提出的「中國崛起」論，日本都必須處理自己是以什麼身分面對中國的問題，以及應否擺脫日中關係來研究中國的問題。主體性的建立所指涉的，是日本需不需要透過中國才能認識自己，因此研究者敘述中國的基準可分為二：根據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來認識中國，亦或是能夠不根據日中關係的性質就直接描述中國。此兩種不同的思維，關係到日本獨立的自我存在能否確立。當文革結束，中國啟動改革開放，又適逢冷戰結構崩潰，中國在日本各界觀感中的特殊性與神聖性開始下降，日本乃試圖與中國尋求在客觀平等的某種基礎上對話，在知識界所孕育的這個基礎就是亞洲。(邵軒磊，2008：118)。於是，日本的中國研究漸漸從過去的國別學研究，強調中國就是中國，有其特殊性，轉變為以區域研究為主，把中國放置在亞洲的範疇裡，降低了日本單獨面對中國時中國所具有的特殊性與神聖性。
  　本文以下選擇在這個轉型中起主要作用，即日本現代中國區域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之一─毛里和子，作為深入研究的對象。早在1996年日本文部省的「重點領域研究」
項目中，毛里和子擔任「現代中國的結構變動」研究計劃的主持人，此計畫中共有七十餘位中國學家歷時三年，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 。
研究成果問世後，社會各界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該成果是一線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晶，是以實證方法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大膽剖析，也是以歷史為基礎對現代中國社會變化的生動描述。
　　毛里近期則已經將中國消解為亞洲的範疇，其中具有代表的為她在早稻田大學所負責的21世紀COE「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計劃。此一研究案在2002年11月開始發展，以「東亞區域化」為核心觀念。本文將透過瞭解毛里和子的中國研究轉型，以及其亞洲學對當代日本中國研究產生的意義，來說明當代日本的中國認識中的轉折與傳承，並對日本如何處理日中關係以及亞洲課題提供一種理解的角度。
2、 研究背景
　　根據毛里和子的研究經歷，她的生涯奠定在兩個大的研究議程上，第一個議程是日本中國學中區域研究的發展，第二個議程則是日本的亞洲論述與亞洲學的發展與其內涵。
(1) 日本中國學中的區域研究
  　在二次戰前，由於將亞洲視為勢力範圍的需要，東洋學中便加入了實際調查作為方法，其目標為研究東洋全部的社會文化現象，不但包括宗教、哲學、文學、語言、民族、歷史、地理等方面，也包括法律、政治、經濟等組織，是廣泛的綜合文化研究。當時以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滿鐵)
、東亞研究所
為研究機構的代表，其中的研究者多半以區域研究與田野調查的方式研究中國(邵軒磊，2008：38-39)。
  　戰後日本的區域研究以「中國研究所」
為代表，利用在戰時取得大量的原始資料展開研究，並繼承戰前的軍事與殖民地研究，有濃厚的國家學色彩。其特徵為對現狀詳細說明，歸納出各種現狀形成的原因種類，並對於歷史、制度背景充分考據，這種研究途徑主要重視日本的外交關係與可能發生的國際變化(邵軒磊，2008：60)。
　日本學界最早開始注意到美式區域研究觀念的，應屬山本達郎。他在1950年6月到1953年1月訪問西方諸國，根據帶回日本的資訊指出，美式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特色是強調對一個區域多方面專門的研究，不只是要用一個原理來說明，更重要的是與其他學科整合。在這之後，日本使用區域研究為基本研究方法的機構與組織開始成形，1953年「亞細亞政經協會」成立，該會主要以區域比較研究為研究路徑，由東洋學者組成，主張學界應重視當時所欠缺的「近現代」研究。1954年，由洛克斐勒財團( Rockefeller Foundation )贊助的東洋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誕生，這個組織初期不與美國學者「協同」，但是「有密切的連接」。此後，官方機構也開始成立，包含通產省的亞細亞經濟研究所與外務省所轄財團法人國際問題研究所。這些官方機構除了採用新的方法視角外，也代表了政府對決策智庫的一種需要，其研究目的與方法都與其他學界成員有較大的不同(邵軒磊，2008：55、62-63)。
  　於是從60年代開始的區域研究，其特色為主張客觀科學態度進行比較政治甚至是比較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採取的是價值中立的方式。相較於戰爭時期以社會(農村)調查為主，戰後初期以政策經濟制度研究為主，此時的區域研究漸漸朝向比較社會論和民族學發展，形成去軍事化的趨勢(邵軒磊，2008：79)。
　在戰後以馬克思為主要思潮的背景下，這種帶有美國色彩的現代中國研究，提供了日本非馬克思主義者另一種選擇。雖然此時日本的中國研究以革命史觀
為主流論述，但美式價值已漸漸穿透到中國研究社群中，甚至在社會主義史觀式微後，更成為主流的研究方法(邵軒磊，2008：59)。但同時美式區域研究方法也受到許多學者的批判，到了1962年發生的福特基金會事件(AF事件)
，從中可看出日本學術界對於自身主體性的焦慮。此次事件也反映了在面對美國的研究方法、價值觀以及學術資金的投入時，日本研究者應如何把握價值中立與維持研究主體性的問題。
  　如上原淳道批判「美國現代區域研究就是把一國當作地方來研究，貫徹美國的區域地方化政策，甚至是想永久支配低開發國家的心理。」以及宇野重昭批判「區域研究追求科學性的結果，使得研究有與中國的現實分離之虞。」(邵軒磊，2008：79)。從這些批判可看出在當時對研究者而言，選擇美式區域研究方法是道德與價值上的問題，而非單純學術上的論爭。
  　在1972年後，由於對中國文革的失望，作為過去在日本中國學界主流研究方法的革命史觀開始退潮，「中國有其自身的國家利益」觀點開始興起。因此在1970年之後，中國研究的「政治」傾向消失，開始把中國當成「追求利益的普通民族國家」，如同回到區域研究的基礎上。此時日本對中國研究的視角不再將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從普通現實主義國家利益(國際關係區域研究)；中國有特殊文明(傳統帝國論、東方特殊論)；中國有各種區域(中央/地方關係研究)等以往較少見的研究視角切入中國。學術進程上，從關注「我與中國的關係為何？」轉變為直接研究「中國是什麼？」(邵軒磊，2008，88-89 )。
  　之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日中關係正常化、中美友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並開始進入國際社會等，使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可說是日本研究界面臨重大變動的時期。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影響，遍及日本中國學研究各個層面，而受到影響最深的即包括現代中國研究領域。如今，日本學者可以到中國進行實地調查，至此區域研究躍為主流，於1980年代初開始形成知識體系與方法論方面的多元化，接納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文化人類學、民族主義等其他人文學科成為重要方法論來源。在這個轉型中，濱下武志發表了朝貢體系論
，是區域研究與亞洲學走向結合的先聲，其研究對象(亞洲作為一個區域)與研究主題(加入過去少有的低政治議題，如衛生、貿易)也產生轉變。
(二)日本亞洲學的發展
  　在明治維新後，日本找尋自身定位的方式，與之後發展出的各種亞洲主義的內涵息息相關。可說日本知識界面對西方的身分策略與對自身的認同，在在影響到日本的知識份子如何看待亞洲，尤其是日本在亞洲該扮演的角色。
  　明治維新的成功不但使日本擺脫了中國文化的牽絆，也使日本從西方世界觀中的邊緣地位解脫出來。此時日本急欲重塑一個與以中國中心「天下觀」不同的世界觀，於是提出亞洲觀念取代華夷秩序。伊藤之雄認為日方在中日戰爭的勝利，萌生若干日人亞洲盟主的想法，而葛兆光更指出在日俄戰爭獲勝之後，這種盟主的意識更膨脹成某些人霸主的意圖，「亞洲」成為日本政治與文化想像中有待「提攜」和「連帶」的一塊空間。但之後這種「提攜」的話語成為遂行侵略的理由，此時的亞洲主義蘊含了日本民族主義的擴張，但其又以對抗西方侵略，追求普遍的亞洲文明為口號 (葛兆光，2002：187-188)。
  　在當時的日本，亞洲/中國的觀念在研究範圍上很大程度是重疊的，因此亞洲研究往往是用以處理中國研究的方法論範疇，甚至可說是一種具有價值與道德意義的「觀點」，也就是以「亞洲做為歐洲的對立面」之認識來定位中國。於是戰前的亞洲研究仍以中國研究為主，在形式上以區域研究為核心認識方法，並結合實證研究。但在後藤新平建置滿鐵後，日本的亞洲研究進一步轉變為「殖民研究」。日本在1941年進入戰時體制，亞洲學隨著戰爭的進行而蓬勃發展，慣行調查
成為發展重心。此時由於研究者在思想上受到軍政府箝制，實證主義意義的研究已消失。在戰時的亞洲學停止了對話功能，日本完全將自身的發展投射到「亞洲」之上，「日本帝國」的範圍與命運甚至等同於亞洲。 (邵軒磊，2008，120-122)。
  　二戰後，日本的亞洲研究對殖民主義和侵略進行反省，同時又受到以美軍為主的占領政策影響，因此試圖把原來做為大東亞的亞洲意象轉變為分割成各個民族國家的，作為獨立與革命主體的亞洲意象。一方面學者很自覺地對亞洲民族主義產生共鳴，另一方面受到冷戰下東西對立格局的影響，亞洲的意義在美國的遠東戰略下被轉變為「遠東」或「亞太」的地緣戰略概念。而亞洲作為針對各個國家進行的區域研究成果的積累，不再具有身分上的意義(馬場公彥，2004：77)。此時的亞洲學在內外的層次上都失去了原先被創造出來與西方對抗的立場。
　　但隨著反美浪潮的興起，特別是在1962年的AF事件中，日本學界意識到日本自身對於亞洲的責任。於是在1960年代思想進程中，亞洲與日本主體在道德上結為一體，亞洲價值重新被提出。日本學者也相繼站在亞洲位置之上，提出對歐洲的批判。但是在這其中，日本並非正面面對歐洲，而是將自己併入「亞洲/中國」之中。上原淳道於是總結戰後前期(1970為止)的日本對於亞洲學的總體觀感：「日本人的亞洲，並不是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將日本作為亞洲的一部分；不認為亞洲學是日本人的研究，而是作為亞洲人的研究。」(邵軒磊，2008，124)。
  　此時的亞洲觀還是價值或道德上的弱勢，但伴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日本社會漸漸願意表達自身的亞洲個性。俟在馬克思主義退潮，「亞洲」思維便擺脫象徵負面價值的陰影，發展出具有能動性的立場。其結果，在1980年代中期，亞洲學與日本主體意識一起復興，同時作為戰爭研究而被忌諱的田野調查也開隨之復甦(邵軒磊，2008，125)。1980年代以降，經歷「昭和」年代結束、天安門事件、冷戰結束、天皇訪中、中國崛起等等因素下的日本，面臨的是東亞價值重組的時期，日本知識界開始高度重視亞洲的研究，出現了「新亞洲學」或「現代亞洲學」的說法。所謂新亞洲學或現代亞洲學，實際上是試圖區別過去日本「亞洲研究」的一種說法。日本過去的亞洲研究著重研究亞洲各國的風土人情、歷史文化、社會傳統等，而且是在「歐美文化先進」、「日本文化先進」的理念下開展研究的。相對於此的「新亞洲學」，則是以東亞為中心，在經濟、國際安全、文化交流等方面探討亞洲地區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等問題(何培忠，2004b：91)。
  　2002 年，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早稻田大學成立了「創建現代亞洲學基地」，從而大大推動了新亞洲學的發展。此毛里和子領導的21世紀COE「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研究案，以「東亞區域化」為核心觀念。新亞洲學研究大體涵蓋三個方面: (1)跨學科的亞洲研究；(2)比較亞洲研究；(3)亞洲共同體研究。其中跨學科的亞洲研究是運用政治學、經濟學、區域研究、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知識以及學科間相互的關係，對亞洲地區複雜的現象進行觀察和分析，探討研究亞洲問題的有效方法。至於比較亞洲研究，其目的是探討亞洲的多樣性和共同點，構建新亞洲學的理論，為此，將在研究中運用比較的方法來分析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社會變化等。最後是亞洲共同體研究，則是探討亞洲地區的相互合作以及區域聯合的問題，從學術上探討構建亞洲共同體的可能性和方法以及日本在這一進程中的作用(何培忠，2004b：91)。
  　由上可看出，日本學者試著從新亞洲學中發展出東亞整合論，時至90年代後期出現中國崛起的趨勢後，日本知識界出現的這種整合心理感覺更加急迫。
東亞整合論出現在ASEAN開始運作與1997年金融危機以後，日本以「ASEAN+3」的立場出發，討論在金融、貿易、投資甚至安全保障上的實務功能性合作，日本政府希望以歐洲統合模式開始推進「東亞高峰會」與「東亞共同體」。關於統合的途徑，新亞洲學強調區域多元性以及混成亞洲統合兩大觀念，指出亞洲在各種宗教、地理、民族、政治制度與文化層次上的多樣性，因此在追求統合時不能一味只要求「統一」。其方向將會朝向「亞洲內部對話」前進，而更多向內部尋求文化間合作為目標，另一個作用在於緩和中國崛起挑戰日本認同與主體性(邵軒磊，2008：126-128)。
  　貫穿20世紀的一直是「日本=亞洲」潛藏思想系譜，二次戰後，亞洲與中國在概念上更為互相擠壓。亞洲學可以理解為是與中國學對立的產物，當中國色彩越重的時候，亞洲的顏色就越輕，反之亦然。這也解釋了日本在「中國威脅論」中，對中國的焦慮來自「回到亞洲」的心情。作為心理上的意義，朝貢體系以及其後的新亞洲學做為代表性的日本亞洲理論，讓日本能夠重新思考對亞洲的責任與定位，更使得日本找到「走向」亞洲的論述基礎(邵軒磊，2008：130)。
  　毛里即是在區域研究與新亞洲學的背景脈絡下進行中國研究，她從1970年代就已經開始以美式區域研究方法研究中國，最初從研究民族政策問題，逐漸延伸到其他政治議題，是日本現今現代中國區域研究的代表研究者。
3、 問題意識
　　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是檢視毛里和子在其時代背景與學術氛圍下開展的中國研究與亞洲學，觀察當時的社會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其問題意識的形成、中國研究的開展，她的中國研究成果又如何影響日後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其次為觀察毛里的亞洲學如何在她之前中國研究的基礎上開展，在她的亞洲學中，中國的意象與過去研究相比是否有所轉變。另外毛里和子似乎對亞洲的主體性特別關注，主張以「自者研究」取代過去傳統區域研究的「他者研究」，另一個觀察重點即為她設計出的「自者研究」的途徑內涵與意義。
(一)作為社會科學的中國研究
　　透過之前在區域研究和新亞洲學的脈絡下梳理毛里和子的研究，可發現毛里是以美式區域研究與新亞洲學構成思考框架：一方面中國是普通國家，但另一方面中國則是亞洲的一部分。在70年代革命史觀逐漸衰退後，將中國認識為「現實集權主義國家」的觀點成為主流。在毛里和子所編的《現代中國論》套書中，已經不試圖找出「全體理論」，而是對中國的各個層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描述。在毛里的另一部著作「中国の改革とシステム変容」，從中國作為「集權主義國家」的假設出發，加入比較社會主義國家與比較國民黨的方式，把中共從社會主義陣營中分離。以毛里此書為分期點，此後日本的中國研究界，在社會主義國家途徑無法發展的情況下，幾乎捨棄了從社會主義國家模式出發的視角，而提倡田野調查的方法論(邵軒磊，2008：115)。毛里雖主張將中國對象化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但她也承認當前的社會科學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的全貌，仍有許多理論、研究方法待建立，因此需運用多元、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二)作為「自者研究」的亞洲學
　　毛里式的新亞洲學，現在雖然仍在發展中，但主要的亞洲觀內涵繼受了濱下武志的體系論，強調國際移動；也繼受了戰前的區域研究，強調實態調查；更繼受了國策研究傳統。(邵軒磊，2008：128)。
  　毛里指出過去的世界體系論或依賴理論，其立基於歐洲起源世界系統的一體性與冷戰時期東西兩陣營的對立，因此中心與邊陲為固定的狀態，而且以明確的疆界存在作為前提，將區域空間區塊(block)化。但是對在各方面都急速全球化以及區域化的東亞而言，區域與自身的境界漸漸不明確，過去以中心與疆界固定為前提的網絡(network)分析法完全無法掌握，故開發出新的區域系統分析成為新的重要課題。於是新亞洲學的出發點為：(1)在進入21世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亞洲諸國開始自發的欲求亞細亞作為一個全體性區域，因此需要開發分析「一體的亞洲」的學問。(2)不採取「他者研究」方式，不清楚劃分研究側與被研究側，而是採取「自者研究」立場。(3)亞洲成員有共同的歷史、目標與課題
(毛里和子，2007a：41-51)。這種強調自者研究的新亞洲學，引導研究者在情感上與研究對象之間形成聯繫，與區域研究要求情感中立頗為不同。
  　本文將觀察毛里在重要事件時的立場，她自認所進行的研究對「當時」日本有何意義，在重要論爭時的介入角度，參與重要學會與當時主要研究取向的互動，以及她在方法論與研究視角上的轉變，並藉由訪談來印證本文建立的架構。因此將透過作為研究方法的系譜學，在縱向上觀察她師承何種思想，在橫向上與誰對話，是否有過論爭。即為同時她學術經歷的共時性與歷史性，觀察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她的研究，而她的研究又對中國研究社群產生何種影響。嚴紹璗曾指出，國外中國學的研究成果是國外學者「母體文化」觀念的反映。本文即希望透過分析毛里和子研究，梳理出她在日本中國學系譜的定位以及其背後「母體文化」對她研究的影響。
4、 文獻檢閱
(1) 學者生平
  　毛里和子出生於1940年，由於父親為台灣帝國大學的老師，在6、7歲以
前曾在台灣生活。1958年毛里進御茶水女子大學就讀，一開始想進法學部，但由於父母的反對，所以只好選擇歷史學為主修。她於訪談
中自承，由於1956至1958年的中國對日本而言是非常新穎特別的存在，因此對中國近代史產生興趣。在毛里的大學階段適逢日本學生運動與反美鬥爭興盛的時期，青年時期的毛里也投身運動之中。在大學期間，毛里擔任生協設立委員會(全國大學協同生活組合連合會)的準備委員長，也參與了安保鬥爭
，毛里認為安保鬥爭讓他學習到不少實踐政治學的經驗
。
  　毛里自大學畢業後至1987年於國際問題研究所就職，一開始擔任編集中國關係資料集的助手，其間在1965年獲得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碩士學位，後來升為主任研究員。從1981至1983年，毛里在上海日本國總領事館擔任専門調査員，當時的研究主題為中國勞工的勞動力與失業問題，毛里認為當時現地研究的經驗帶給她在中國研究上很大的突破。在1986至1989年期間，毛里參加了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的調查計畫，與中國學者費孝通合作，在江蘇等地進行了小城鎮建設的調查。1987年她到靜岡縣立大學的國際關係學部擔任教職，在1994年轉任至橫濱市立大學的國際文化學部，後在1999年轉任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至今。當時早稻田的政治經濟學部並沒有專任的現代中國政治研究者，但當毛里轉任至早稻田後，早稻田的政經學部與政治學研究科，一躍成為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中心(平野健一郎，2007：23)。之後毛里於2002年創立了早稻田大學的現代亞洲學研究院，並決定在2004年獲得早稻田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
(2) 著作檢閱
  　毛里雖為史學出身，但在研究方法上受到國際問題研究所訓練的影響較深，認為中國研究應將中國對象化並還原為社會科學，中國式的體制也應該對象化為政治學的一部份。並認為現代史的問題只能用社會科學的方式解明，而歷史學無法解決。觀察毛里的研究與著作，可發現其中研究主題相當廣泛，從中國政治體制、民族政策、中蘇關係、日中關係到亞洲學研究都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大體而言這些研究議題的轉變，是從中國的內部研究到日中關係，然後至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為新亞洲學與東亞共同體。
  　在國問研擔任研究員時期，毛里主要是負責中國共產黨史資料研究，但他並不只關注於當時中國政治研究的主流議題，也關注了中國的邊境以及當地的少數民族、蒙古、中蘇關係等當時並非主流議題。毛里最初發表的研究成果為1989年出版的《中囯とソ連》，之後他以周邊照射中心的中國政治論進行中國研究。毛里的主要著作《周縁からの中国》於1998年出版，以及1993年出版的《現代中国政治》(2004年改版)，此兩本作為正統的現代中國政治概論，確立了毛里在現代中國政治研究的地位。而在1996至1998年進行的「現代中国の構造變動」大型研究計畫，毛里作為總括負責人，當時他統率研究組織的優異手腕，更加確立其在學界的地位(平野健一郎，2007：23-26)。
  　毛里主要著作《現代中國政治》此書，代表著日本新中國觀的展現與現代中國學的確立。對毛里而言，從她這個世代開始是與中國沒有因緣的世代
，並開始與傳統日本東洋學斷絕。透過將中國對象化，日本已可從自身認同中，將中國解放出來。此書採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希望現代中國研究能與其他領域研究者對話。毛里指出現代中國有三個真實
，因此可用下列三個座標軸進行中國的比較政治分析，(1)社會主義：與蘇聯研究比較；(2)發展中國家：與東南亞、拉美、印度研究做比較；(3)傳統中國：傳統中國的歷史研究有助於理解現代中國。
  　毛里在一次訪談中指出，美國對中國的研究是從美國式民主主義與市場經濟的角度觀察中國，缺乏客觀性(何培忠，2004a：59)。類似的評論也可在此書中看到，毛里指出民主主義的陷阱─「西方定義下的民主主義」測量方式是有風險的，可能造成錯誤認識。市場化與民主化是西方價值與目標，但對中國而言這並不是自明的道理，故其發展過程也不需要一樣。在包括中國的東亞比較政治中，如果以歐美民主主義為測量基準，將造成東亞政治分析中，將國家貼上「無自由的民主主義」、「準民主主義」或是「有缺陷的民主主義」的標籤。毛里認為民主主義是普遍的理念，但是民主主義的制度與體制可有不同的具體形式。
  　毛里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周縁からの中国》，同時為她的博士論文，是第一本對現代中國的民族與民族問題進行一個全體、體系性考察的著作。過去的研究多為以文化人類學對各個少數民族進行研究，而此書對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之內容與變化、及其與少數民族之關係多所著墨，並加入國際關係視角及體系性的研究。特別是對從清朝後期開始，經歷中華民國到現代中國的邊境政策與民族政策進行體系性的敘述與分析。其研究方法以區域研究為主，加入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學，並強調從「周緣」到「中心」的照射視角。書中指出民族(nation、ethnic group)是歷史流動的存在，且在中國此一傾向特別強。她主張民族是可被人為形成的，對中國而言民族不是客觀的存在，是可塑造的，是由上而下的「國民形成」。她指出，在「民族平等」的口號下，沒有考慮各民族間的巨大差異，使得像蒙古和只有數千人的西南少數民族是同等對待，這是造成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源之一。加上經濟市場化後，少數民族受「漢化」引起了自身民族生存與認同的危機感，因此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與人權或民主並無直接關連。
  　於2000年前後，毛里漸漸把目光轉到日中關係上，此與當時日中關係結構性問題的浮現有很大的關連，特別是2005年春天反日運動的爆發，更是促成毛里寫下《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此書，進行對日中關係的反省。書中指出，1972年日中國交正常化的決策過程遺留下許多問題至今仍無法解決。此書也比較了兩國亞洲意識的差異，毛里認為日本從戰前脫亞入歐，到戰後脫亞入美，因而喪失了亞洲認同感。日人雖意識到自己身在亞洲，但對自身是亞洲人的意識有限。而中國的亞洲意識(特別是東亞意識)，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由於過去傳統中華的思考模式(朝貢體系)與大陸國家的習性，中國仍將東亞各國視為自己的「周邊」，而非將亞洲視為一個包含中國的區域。毛里認為未來日中兩國關係改善的方式，癥結在於將爭取國家利益的思維轉變為爭取「區域利益」，因此「東亞共同體」的創立有其必要性。但毛里也指出「東亞」對日本與對中國的意義是非對稱性的。對政治非全球化的日本而言，東亞幾乎是日本唯一需處理的區域；但對中國而言，東亞雖然重要，但也只是其周邊地域之一而已，而且仍有許多其他問題阻礙著共同體的形成
(毛里和子，2004b：233)。
  　鑒於東亞整合的趨勢，加上毛里認為當前的區域研究已走到瓶頸，需要創造出一個以「亞洲學」為名的新式地域研究，於是在2002年創建早稻田的現代亞洲學研究院，同年11月開始發展21世紀COE「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的研究案，目標為超越以往出自歐美的社會科學，創造新的「一體的亞洲」
的論點。此計畫於2007年3月完成，以毛里為編集代表，於2006至2007年出版《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共四冊
，在事後獲得極高評價。
  　從區域研究到創立現代亞洲學的最大契機為，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以及之後美國的回應方式。過去區域研究以美國對非西歐世界的戰略研究為出發點，完全缺乏對他者的理解或與他者共存的認識，幾乎是以推廣自身的國家戰略以及美國文明觀為目的。以致目前所使用的傳統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生態學理論，事實上為「歐洲學」，從而產生了學科中視東方為異類，有待改造的所謂「東方主義」化的疑惑。因此，與歐美視點相對化便成為現代亞洲學的主要課題，主張「透過『從亞洲內部的觀察』之累積，開發出『不斷生成的亞洲』的『內部方法論』」。(堀內賢志，2007：90-91)。這也就是進行非他者研究的社會科學研究，嘗試以自者研究的立場，開發出從亞洲中探索亞洲的途徑(approach)。
  　毛里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為「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現代中国地域研究拠点プログラム)，整理出中國研究的四種模式：(1)通常的現代化模式；(2)回歸傳統的模式；(3)東亞模式；(4)「中國就是中國」模式。毛里認為東亞模式視為中國的目標模式觀點還是有用的，至於第四種模式仍有許多理論、研究方法待建立。
  　毛里認為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研究對日本的社會科學來說是「命中註定之事」。但在訪談中毛里也表達了對當前日本中國研究的憂心，由於現在是脫價值的時代，在此意義下年輕研究者較缺乏內在動機。而且自1990年代以後，中國越來越像「普通國家」，與日本在許多方面逐漸接近，使得一些人對中國的興趣降低(何培忠，2004a：58；2006：416)。
  　由以上可看出晚近毛里的研究特色為，主張以多種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而不試圖找出「全體理論」；以及以東亞模式貫穿研究主題，強調要建立亞洲視點，而非完全接受歐美視點。毛里所開展的中國研究的確有其特別之處，開啟了新的研究視角，並進而擴展到亞洲研究，在現在的學術界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以下本研究將深入探討毛里對中國的分析方式，並且試圖探循這樣的分析方式對於理解中國有著什麼樣的影響。並檢視毛里提倡的新亞洲學與過往的亞洲學有何根本上的差異，以及她如何處理在亞洲的基礎上，日中兩國的角色定位。
最後分析她在研究議題上從「中國→亞洲」，在研究方法上從「區域研究→新亞洲學」的轉型過程，並探討促成此轉型的社會背景。
5、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法以及實證研究之訪談方法。文本分析可以作為幫助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生活情境的一種方法，這也是一種關於研究在地化的觀念。本文將蒐集並整理毛里和子的研究做為文本，觀察其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研究架構，並進一步去思考其問題意識形成的脈絡背景為何。同時亦將蒐集與整理其他學者對於毛里和子的相關討論，描繪出毛里和子所屬的知識社群，以及研究該社群的研究狀況、影響力與曾經出現過怎樣的爭議與討論，並且進一步了解毛里和子在該社群中的位置與影響力。
  　此外，將採取深入訪談的口述生涯史方法，以深入了解毛里和子的研究。深入訪談可稱為「神入」或「移情」，要求進到受訪者的情境中，由受訪者帶領研究者去關心受訪者的事情。深入訪談屬於無結構式的訪問，其最大的特點為彈性大，能充分發揮訪問者與受訪者的積極性。深入訪談要求研究者嘗試經歷受訪者的情境，並超越受訪者進一步回溯其問題意識的來源。因此要觀察的除了受訪者的問題意識外，還要去研究問題意識怎麼在生活史中發展出來。(石之瑜，2003：157、171)。
　　本研究即試圖審視身為研究者的毛里和子，其所處的心理與社會背景如何影響到對中國的觀察，又如何影響她在日本中國研究中的位置，而她的中國研究和其他人有何異同？從而掌握她所屬的知識社群的文化、歷史脈絡以及所處的當代情境，對她的中國認識具有什麼意義？
　　
　　在章節安排上，本文共分五個章節，在不同研究層次下(中國政治、日中關係、東亞區域)，檢視毛里和子中國認識的共同性與差異性。
　　第一章為導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背景、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以及簡介毛里和子的生平與著作。
  　第二章開始分析毛里和子的中國研究，以毛里對民族政策與中國政治體制的研究為主，探討毛里問題意識的形成、採取的研究方法與視角，以及他的中國認識如何構成。
  　第三章檢視毛里對日中關係的看法，包括日中關係問題結構性因素的探討以及未來兩國如何在後冷戰世界體系下進行合作。
  　第四章主要探討毛里和子提出的「亞洲學」內涵，描述從舊亞洲學、新亞洲學到東亞整合論的發展過程，以及新舊亞洲學內涵的比較。最後分析在毛里眼中，中國與日本在東亞共同體中的角色定位。
  　第五章為結論。整合以上三章的討論，藉由檢視毛里和子的研究歷程，從中國內部研究到日中關係研究再到亞洲學研究，觀察在這三種不同層次下，毛里和子對中認識的共同性與差異性，總結毛里和子的中國認識和亞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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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年表
	
	求學/工作
	著作/編著
	研究計畫
	獲獎

	1962
	御茶水女子大學畢業
	
	
	

	1965
	獲得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碩士學位
	
	
	

	1965

	∼1987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研究員・主任研究員
	
	
	

	1981

	~1983
在上海日本國總領事館 専門調査員
	
	  
	

	1986

	
	
	~1989

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的調查計畫
	

	1987

	∼1994
静岡縣立大學國際關係學部　教授
	
	
	

	1989
	
	《中国とソ連》
	
	

	1990
	
	(編)《毛沢東時代の中国》
	
	

	1993
	
	《現代中囯政治》
	
	

	1994

	∼1999
橫濱市立大學國際文化學部　教授
	
	
	以《現代中国政治》獲得毎日新聞社アジア調査会　アジア太平洋賞大賞

	1995
	
	 (編)《市場経済化の中の中国》
	
	

	1996
	
	
	~1998

文部省重点領域研究「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領域代表
	

	1998
	
	《周縁からの中国――民族問題と国家》
	
	

	1999

	~今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
	『現代中国政治を読む』
	∼2001

21世紀日中関係を展望する日中研究者フォーラム代表
	以《周縁からの中国》獲得大平正芳記念財団　大平正芳賞

	2000
	
	(編)《『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1）大国中国への視座』
	∼2002

文部科学省基盤研究Ａ「冷戦史の再検討」代表
	

	2001
	
	(編)《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7）中華世界――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再編》
	
	

	2002
	
	
	∼2006

文部科学省21世紀COE「現代亞洲學的構築」據點領導
	

	2003

	
	
	
	以區域研究的貢獻獲得紫綬褒章

	2004
	獲得早稻田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新版・現代中国政治》
	
	

	2006

	
	《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
	
	以《新版・現代中国政治》獲得櫻田會　特別功労賞

	2007

	
	
	∼今
大学共同利用機関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現代中国地域研究拠点プログラム・幹事長

	7月
以對「現代アジア学の構築への貢献」獲得大同生命国際文化基金　第22回地域研究賞
10月
以《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獲得石橋湛山記念財団　第28回石橋湛山賞


� 所謂「重點研究領域」是指在學術上、社會上有強烈需求的課題，目的是在一定時期內加大研究力度，提高研究水平。重點領域研究課題的年限一般是三年至六年，日本文部省並每年提供5000萬至6億日圓的經費(何培忠，2004：59)。


� 此也是日本中國學研究發展史的一個重大事件，過去文部省主要資助自然科學研究，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課題很難列入其中。因此「現代中國的結構變動」這項研究課題的通過，不僅表明日本學術界對中國問題的關心，也表明日本社會和日本政府對改革開放後中國巨大變化的高度重視(何培忠，2006：432)。


�滿鐵的調查部在日本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占有一定位置。滿鐵成立於1906年，是日本通過日俄戰爭搶奪了經營中國東北鐵道運輸等權利後成立的公司。雖是民營公司，但日本政府對該公司有一定的影響力，使該公司成為中國東北地區的「殖民政策中心」。滿鐵在首任總裁後藤新平主張對中國實施「文裝武備」下，於1907年成立了調查部(何培忠，2006：409-410)。


� 東亞研究所於1938年成立，該研究所是日本政府為推行侵略戰爭政策，對中國以及亞洲地區的人文和自然環境進行調查研究的機構(何培忠，2006：410)。


� 1946年10月中國研究所開始正式運作，該所的核心宗旨為「面向中國」，基本的方針有：對現代中國真實把握為目的之「綜合研究」、以現代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研究」、外國的現代中國研究的調查、關於日本中國調查研究及其檢討、亞洲諸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研究、有關日中貿易的調查研究(邵軒磊，2008：44-45)。





�革命史觀從1949年直到1970年代為止，一是日本中國研究的核心方法論。其意味著將中國社會各階段依照社會主義的發展路徑分析，說明中國的歷史方向。中國到清朝為止是封建社會，中華民國是半封建社會，而之後的中國人民共和國為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階段論為中心，將中國發展進程等同於「蘇聯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史觀(邵軒磊，2007：117-118)。


� 關於AF事件，指的是「在1962年1月到7月左右，在日本的中國研究者之間，發起了對於美國的亞細亞財團和福特財團的現代中國研究計畫的暴露與批判運動。」其中，福特財團主要是針對東洋文庫(中國研究部分)，而亞細亞財團主要針對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亞洲發展中國家及東南亞部分)鉅額補助，因此日本學者稱其為「AF事件」(邵軒磊，2008：60)。


�在濱下武志的亞洲觀中，突破了以「全體主義」或是「北京中心」的方式來看中國，主張以經濟體為單位，從研究中國的部分出發。這樣的主張不僅開啟了一系列關於中國以區域為核心的城市研究主題，同時也在問題意識上，將中國研究導向更多面向(衛生、社會群體、金融系統等等)。(邵軒磊，2008：109)。


�「慣行」與「慣習」都是指舊有的風俗習慣，如土地交易、親屬關係、財產繼承等民間慣例。所謂的「慣行調查」是調查構成當地固有習俗、法制的舊有習慣，此調查目的為取得統治新領土的基礎。


�石之瑜指出中國的崛起帶來的「知識威脅」在於，它將不再由日本片面地來決定中國在亞洲的身份，甚至在與西方對比的時候，中國知識界不必通過與日本的關係來發言。因此就算日本回歸到亞洲，停止依附美國來牽制中國，也不見得就能參與中國在面對西方時的身份建構過程。(石之瑜，2006：33)。


� 對抗歐美或是被歐美支配的歷史、追趕歐美、脫離後進的目標、利用民族與區域主義對應全球化的影響。


� 2008年4月18、23日由川島真對毛里和子進行的訪談。


�所謂的安保鬥爭，指的是日本社會在戰後的大規模反戰群眾運動，起因為1960年1月19日岸信介前往美國簽訂安保條約。新的「日美相互協力及安全保障條約」與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相比，雖增強了日美關係的對等性，但新條約的適用區域問題擴大了日本捲入戰爭的危險性。自日美開始修約談判起，日本國民就掀起了戰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即安保鬥爭，此也被視為日本革新(左派)與保守(右派)兩派的大鬥爭。


�毛里認為安保鬥爭世代可分為三個類型：1.共產黨；2.激進左派；3.民主派。自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自己當時的立場於激進左派與民主派之間。


� 此指對中國幾乎沒有抱持侵略或根深的日中文化(如同文同種)的心態。


� (1)一元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2)作為發展中國家；(3)傳統中國的面向：皇帝與支撐其體制的官僚統治。


� 毛里認為主要的妨礙因素如下：(1)近代歷史問題造成的相互不信與猜疑；(2)近代東亞各國共有的強烈民族主義，造成東亞的割裂；(3)此地域的國家，其經濟、政治、軍事或影響力有很明顯的差距(非對稱性)(2005：1-5)。


�從過去「亞洲乃一體」(アジアが一つ)，轉變為以機能面為主的「一體的亞洲」(一つのアジア)。


�此系列書中所指的「東亞」為東北亞與東南亞結合的區域，具體而言為AESAN+日中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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